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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省区间贸易隐含PM2.5的测算及其空间转移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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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针对不同区域实行“共同而又有区别”的污染治理政策是实现区域联防治理大气污染的

有效措施，而随着省际贸易加强，难免导致污染物在不同区域间的转移。本文采用区域间投入

产出模型，对中国30省区间省际贸易隐含PM2.5进行核算。结果表明，省际贸易隐含PM2.5约占

总PM2.5排放的1/3，经济危机使得省际贸易隐含PM2.5量变小，但贸易隐含PM2.5在以生产计算的

PM2.5排放中的作用在增大。东部省区的省际调出贸易隐含PM2.5主要由最终消费部分导致，而

中、西、东北省区则主要为中间投入部分导致，在控制贸易隐含排放时，需对不同调出类型省区

采用不同的控制方法。省际调入贸易隐含PM2.5主要由中间投入过程贸易隐含PM2.5构成，越来

越多的产品在不同省区间共同生产完成，区域联合治污显得尤为必要。东北、西部、中部省区

由固定资本形成导致的省际贸易隐含PM2.5比例要高于东部省区，可见政策导向也是造成贸易

隐含排放的原因之一。需重点控制省际贸易隐含PM2.5排放量较高建筑业、机械设备制造业和

其他服务业。除河北、山东外，东部省区均为省际贸易隐含PM2.5净调入省份，中、西部、东北省

区中则多为省际贸易隐含PM2.5净调出省份。经济危机使得省际间净贸易隐含PM2.5的转移量

变小，但并未改变其转移趋势。净调入省区需相应的补偿净调出省区，或对其进行技术转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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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自2013年来，中国许多城市的空气质量呈现出恶化趋势，雾霾现象频发，且有不断

加剧的趋势。以北京为例，其在2013年经历的雾霾情况远比1952年的伦敦雾霾事件、美

国20世纪40-50年代洛杉矶光化学烟雾事件复杂和严重。在2015年第四季度，全国有18

个城市经历了20天及以上的重污染天气，大气污染防治的迫切性已引起各级政府重视，

如国务院出台的《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提出到2017年实现全国地级及以上城市可吸

入颗粒物浓度比2012年下降10%以上的目标。由于大气污染的特殊性，导致区域间的污

染相互影响，区域联合治污是美国、欧盟采取治理大气污染较为有效的方法。尽管目前

中国曾在发达地区间实现区域联防治理大气污染（如为确保奥运会空气质量的6省联防

联控），但缺乏在全国范围内进行推广，即各行政主体对区域大气污染负有“共同而又有

区别的责任”[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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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不同省区间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对大气污染的治理不能采取一刀切的政策，
而需要区分各个省区治理责任，从而因地制宜的实现治理目标。常见的计算地区污染责
任的方法为基于生产活动[2-3]。然而，随着区域间贸易的不断加强，产品的生产地与消费
地逐渐剥离，由贸易活动而导致的污染排放生产地与消费地的剥离现象日益引起学者们
的重视[4-5]。越来越多的研究开始关注基于消费的排放和贸易隐含排放。最早的研究关注
中国出口贸易隐含排放[6-9]，中国与美国[10-11]、中国与日本[12-13]间的贸易隐含排放，研究结
果表明中国作为贸易隐含排放净出口国家为贸易伙伴承担了相应的排放责任。然而以国
家为尺度的研究并不能反映区域间差异[14-17]，随后的研究开始从省级尺度对中国出口贸易
隐含排放进行研究[18]，发现中国出口贸易隐含排放集中在东部省区，西部省区的出口贸
易隐含排放比例相对较低[19]。但由于省区间的经济联系，东部省区的出口贸易隐含排放
会导致其他省区的排放发生变化[16, 20]。因此，相关政策的制定需考虑到不同省区间贸易
经济的影响 [21]，具体分析中国省区间贸易隐含排放成为一个新的关注点。已有研究表
明，2007年中国约60.02%生产性碳排放为省际贸易隐含排放[22]，23.00%生产性PM2.5排放
为省际贸易隐含排放[23]；且在中国省区间，存在从能源富集区域向经济发达区域的贸易
隐含碳排放转移[19, 24-25]，从津京地区向北部沿海的贸易隐含大气污染转移[23, 26-27]。

然而以上关于贸易隐含排放的研究有两个问题未得到解决。一方面，贸易不仅通过
最终消费部分导致隐含排放，同时也通过参与其他地区中间生产过程而导致隐含排放。
而以往研究却未能解决贸易隐含排放的主要来源问题；另一方面，以上研究均为单一年
份的贸易排放或转移情况，未考虑到年际变化。而经济危机后，中国 GDP 增长率从
14.2% （2007年）下降到 10.63% （2010年），省区间发展水平差异较大，2010年中国省
区GDP最高省份广东的GDP（46.01千亿元）约为青海GDP（1.35千亿元）的34倍。在
此情况下，省区间贸易隐含排放会否发生变化？贸易排放转移会否发生变化？

PM2.5是导致目前中国日益恶化雾霾天气的主要构成物[28]，容易在区域间扩散，治理
雾霾不仅需要区域之间在技术上协同，更需要在经济上协同。经济上协同治理需明确排
放责任。多区域投入产出模型不仅能反映产业部门间的联系，同时可以反映区域间交错
的经济联系。本文采用2007年、2010年中国30省区区域间投入产出数据[29-30]计算省区间
贸易隐含PM2.5排放，分析其分布情况，试图为中国大气环境治理政策提供相应的建议。

2 研究方法和数据

2.1 研究方法
2.1.1 区域间投入产出模型 随着气候变化和环境问题日益受到重视，投入产出分析由于
能捕捉到由上游生产导致的间接环境影响，日益成为一种重要的环境政策分析工具[4, 5, 31-35]。
依据中国区域间投入产出表，存在以下平衡关系：

X =(I -A)-1Y （1）

式中：X为 30省区总产出列矩阵 X =[x1⋯xn⋯xN]′； (I -A)-1 为里昂惕夫逆矩阵；最终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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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各部门直接排放系数矩阵为W，则区域的完全排放系数矩阵为

V = Ŵ (I -A)-1 （2）

2.1.2 省区间贸易隐含污染排放 任一省区 r的产品可作为最终消费产品或中间投入品两

种途径进入其他省区，因此其省际贸易隐含PM2.5 （EEPT）由最终消费品导致EEPT和中

间投入产品导致EEPT组成[36-38]。

省区 r调出到省区 s最终消费中的EEPT为：

EEPTr_sfd = VrYr - s （3）

式中：Vr为省区 r在当前技术水平下，每生产一单位最终产品而导致的PM2.5排放；Yrs为

省区 s对省区 r最终消费量。

省区 r与省区 s之间由于中间投入导致的EEPT为：

EEPTr_sip = VrsYs （4）

式中：Vrs为省区 s (s ≠ r) 每生产一单位最终消费产品，需从省区 r调入的中间投入品中包

含的PM2.5排放量；Ys为省区 s (s ≠ r)产量。

由于贸易的双边性，对于两个省区而言，一省区的调出即为另一省区的调入。因

此，省区 r的省际调出贸易隐含 PM2.5排放（EEPE）和省际调入隐含 PM2.5排放（EEPI）

表达式为：

EEPEr =∑
s ≠ r

（EEPTr - sfd + EEPTr - sip） （5）

EEPIr =∑
s ≠ r

（EEPTs - rfd + EEPTs - rip） （6）

省区 r的省际净贸易隐含PM2.5 E BEET
r_p 为

E BEET
r_p = EEPEr -EEPIr （7）

2.2 研究数据

研究数据基础为2007年及2010年区域间投入产出表[29-30]。以2007年价格为基准，校

准2010年数据以消除通货膨胀因素。由于缺乏西藏、香港、台湾、澳门的数据，研究对

象为除此之外的30省区。各省区PM2.5排放数据来自清华大学编制的中国多尺度排放清单

模型（MEIC） [3]，依据中国经济普查年鉴中分产业能源使用情况，可得分产业的能源消

费比例，计算得到分省区分产业的PM2.5排放量。分省区分产业的总产出数据则来自于区

域间 IO表。需要注意的是区域间 IO表中产业分类和能源使用中产业分类不一致。目前

有两种方法可以将两种分类一一对应，一种为将能源平衡表依据投入产出表进行拆分，

另一种为将 IO表依据能源平衡表进行合并。前一种方法优点在于保证 IO表的完备性，

后一种方法则能避免加入额外的能源消费导致潜在误差[8]。本文结合中国17部门 IO表中

产业分类和现有数据，将产业分为 15部门，对区域间 IO表做相应的合并。PM2.5直接排

放系数为排放量与部门总产出之比。

3 结果分析与讨论

3.1 贸易隐含PM2.5变化情况

2007年和2010年中国总的省际贸易隐含PM2.5 （EEPT）排放量分别为4529.15 Gg和

4017.58 Gg，与中国GDP增速表现出同样的特征，表明经济危机对EEPT排放量有略微

的负面影响。而其在基于生产PM2.5排放量中的比例从2007年的34.95%上升到2010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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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45%①，表明随着中国省区间贸易活动加剧，产品生产地和消费地日益剥离，EEPT在

以生产计算的PM2.5排放中所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大。因此，进一步研究EEPT排放对于中
国的大气污染治理政策有重要意义。

图1为中国30省区2007年和2010年EEPT排放情况，坐标轴上方为省际调入贸易隐

① 本文计算中国基于生产 PM2.5排放量 2007年为 12.96 Tg，与Zhao等[23]计算结果接近（13.25 Tg）。省际贸易隐含

PM2.5排放量（4.53 Tg）高于Zhao等[23] （3.06 Tg），因为本文不仅考虑了包含在最终消费中的贸易隐含PM2.5，也包含

为满足最终消费生产在中间投入部分的间接贸易隐含PM2.5，即本文的省际贸易隐含PM2.5的定义与Zhao等[23]略有不同。

图1 2007年和2010年中国30省区贸易隐含PM2.5排放量
Fig. 1 PM2.5 emissions embodied in provincial trade of 30 provinces in China in 2007 and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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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PM2.5，下方为省际调出贸易隐含PM2.5。由于东部地区交通便利且最早实行改革开放，
经济发展高于中西部省区。而贸易量与经济发展水平有着密切联系，已有研究表明贸易
隐含碳排放与贸易量和经济发展水平保持一致的变化规律[18]。对于EEPT，经济发展良好
的东部省区EEPT量最大，中部、东北次之，西部最小。

省际贸易隐含 PM2.5 （EEPT）由包含在最终消费中的EEPT和包含在中间投入中的
EEPT组成。对于省际调出贸易隐含PM2.5 （EEPE），2007年，东部省区最终消费部分包
含EEPT的比例较高，其中上海（0.68）、北京（0.65）、浙江（0.60）、天津（0.59）、江
苏（0.51）的最终消费部分包含EEPE均为其总EEPE的一半以上，这表明其他省区对东
部省区最终产品依赖导致其 EEPE 增加。其中河北为例外，其包含在中间投入部分的
EEPE比例较高（0.70），表明其他省区中间生产过程对其产品的需求导致EEPE增加。中
部、西部、东北省区的EEPE主要隐含在中间投入部分（除重庆外），比例最高为 0.90
（山西省），而这些省区多为中国重要的能源产地（山西）和老工业基地（东北省区），其
高比例中间投入EEPE表明中国在2007年的经济发展仍依赖高耗能产业。2010年，东部
省区北京（0.86）、上海（0.84）、浙江（0.66）、江苏（0.54）最终消费部分EEPE比例较
2007年有所增加，表明东部省区对其他省区最终产品的调出继续加大，而对其他省区中
间投入部分EEPE的比例则越来越少。中部、西部、东北省区的EEPE仍主要隐含在中间
投入部分，而山西、吉林、黑龙江、河南、新疆等资源较丰富的省区，其中间投入部分
EEPE有所下降，这表明当前中国正在进行的产业结构调整是有效果的，对高耗能产品的
生产依赖有所下降。

对于省际调入贸易隐含PM2.5 （EEPI），2007年，除天津（0.48）、山西（0.44）、宁夏
（0.46）外，其他省区EEPI主要由中间投入部分导致，表明越来越多的产品并非在一个
地方单独完成生产，而是在不同省区生产链中进行，省区间生产联系紧密。2010年，有
较多省区中间投入部分EEPI比例下降，如天津（0.41）、河北（0.47）、山西（0.31）、内
蒙古（0.27），可能的原因为受经济危机影响，省际间生产活动下降，贸易也有所下降。

由投入产出表可知，最终消费包括居民政府消费和固定资本形成，因此本文将省际
贸易隐含PM2.5 （EEPT）按最终消费种类进行区分（图2）。30省区的EEPT均由固定资本
形成所主导，即城市的道路建设和住宅建造，各省区固定资本导致的EEPT占其总EEPT
一半以上。这是由于中国正在快速进行的城镇化带来的大规模城市经济增长和设施需
求，以及政府政策导致的需求增加[34]。对东部、中部、西部、东北省区固定资本导致的
EEPT比例取均值（各省区权重一样），2007年4个区域平均由固定资本导致的EEPT比重
逐渐增加，分别为东部（0.57）、中部（0.58）、西部（0.59）、东北（0.60）；2010年 4个
区域该比例值均有增加，东北省区有较大的增加 （0.09），中西部省区的增加次之
（0.06），东部省区增加较小（0.05）；其中东北地区固定资本形成导致的EEPT比例上升
至0.69。表明随着西部大开发、中部崛起、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政策的实施，国家对这
些区域投资增加，从而导致其EEPT增加。2007年，固定资本形成导致EEPT比例较高的
省份为浙江（0.68）、江苏（0.66）、河南（0.66）；2010年为河南（0.73）、湖南（0.72）、
辽宁（0.72）。值得注意的是2010年，北京由固定资本形成导致的EEPT比例为0.47，为
所有省区中唯一以消费导致EEPT为主的省区。作为首都，其城市建设相对已较完善，
而基于消费的需求则较大。因此对于控制北京EEPT更重要的需要从消费角度入手。

分行业贸易隐含PM2.5排放量（EEPT）为30省区各个行业EEPT之和。大多数产业的
EEPT从 2007年到 2010年有所下降，与上文EEPT变化情况一致。第二产业EEPT量最
多，其次为第三产业，最少的为第一产业。这反映出对于控制EEPT，不仅需要控制第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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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的PM2.5排放，第三产业的作用也需得到重视。在第二产业中，建筑业、机械设备制
造业 EEPT 较高，2007 年分别占总贸易隐含 PM2.5 的 30.72%、23.76%，2010 年分别占
26.47%、27.01%。2007 年和 2010 年第三产业中的其他服务业则分别拥有 14.43%、
14.85%的EEPT。

2007-2010年，多数省区省际调出贸易隐含PM2.5 （EEPE）有所下降，下降较多的为
内蒙古、吉林、河北和黑龙江，这 4 个省份的 EEPE 下降量约占 EEPE 总下降量的
71.16%；对于省际调入贸易隐含PM2.5 （EEPI），仅有6个省区的EEPI有所增加，其他省
份均有下降，下降量较大的为浙江、四川、北京和上海，其EEPI下降比例约占EEPI总
变化量的 47.05%。可见，省际贸易隐含PM2.5 （EEPT）的变化多集中在某几个省区，从

地理分布上来看，对EEPE变化贡献前十的省区中，有4个西部省区（38.39%②），3个东

② 对EEPT变化的贡献比例，因有些省区的贸易隐含PM2.5为增加，因此总贡献比例相加大于1。

图2 2007年和2010年中国30省区的贸易隐含PM2.5排放量分类情况
Fig. 2 Classification of 30 provinces' EEPT in China in 2007 and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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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省区（33.71%）、2个东北省区（30.81%）和1个中部省区（4.40%）；对EEPI贡献前十
的省区中，有 5 个东部省区 （49.30%）、 2 个西部省区 （15.06%）、 2 个东北省区
（14.41%）和1个中部省区（6.01%）。西部、东北省区对EEPE变化的贡献表明其在经济
生产过程中依然发挥较重要的作用，而这些省区多为资源型省区和重工业基地，表明当
前中国清洁生产技术仍存在上升空间。
3.2 省际贸易隐含PM2.5的省区间转移
3.2.1 净省际贸易隐含PM2.5的时空变化 图 3为 2007年和 2010年净省际贸易隐含 PM2.5

（EEPT）的空间分布。整体来看，2007-2010年，EEPT净流入主要为经济发达的东部省
区（广东、浙江、上海、江苏、北京、天津、福建、海南）及个别经济欠发达的西部省
区（新疆）；东部省区EEPT净流入量偏大。表明东部沿海地区的发展需要能源和重化工
省区为其提供相应的经济支撑。而欠发达西部省区的产业结构不完整，需要从其他省区
调入产品用以生产。其中东部省区河北、山东EEPT净流出量较大，因河北资源丰富，
而山东制造业基础较好。

中部省区多为EEPT净调出省份（2007年除江西外），西部省区多为EEPT净调出省
份（2007年除重庆、青海、新疆外，2010年除青海、新疆外），东北省区为EEPT净调出
省份（2010年除吉林外）。中部省区河南、山西净流出量较大，西部资源型省区、东北
省区净流出量较小，表明目前中国的生产活动还是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资源的消耗，导
致以上省区省际调出初级产品较多。整体来看，EEPT净流向为从中、西和东北省区流出
到东部省区，表明东部省区通过转移高耗能产业将PM2.5的生产压力转移到了其他省区。
3.2.2 省际贸易隐含PM2.5的省区间转移 图 4为 30省区间贸易隐含PM2.5的净转移情况。
整体来看，从2007年到2010年，大于30 Gg省际净贸易隐含PM2.5 （EEPT）主要发生在
资源丰富省区对东部省区的调出（河北对北京、天津、浙江、江苏）。较大规模的净
EEPT （20~30 Gg） 主要发生在东部省区内部 （河北、浙江对上海，山东对上海、江
苏），中部省区对东部省区的调出（山西对河北的调出，安徽对上海、江苏、浙江，河南
对江苏），西部资源型省区对东部省区调出（广西、贵州、云南对广东，内蒙古对北京、
天津），东北省区间（黑龙江对吉林）。中等规模净EEPT （10~20 Gg）主要发生在中部
省区对东部沿海省区调出（山西对江苏、浙江、山东），东北省区间（吉林对辽宁），东

图3 2007年和2010年中国净省际贸易隐含PM2.5的分布情况
Fig. 3 Distribution of the net PM2.5 emissions embodied in China's provincial trade in 2007 and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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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省区对中部省区调出（吉林对江西），中部省区对东部省区调出（河南对上海、江苏、
广东，湖北、湖南与广东），西部省区对东部省区调出（内蒙古对辽宁、上海、江苏、山
东，陕西对上海，四川、陕西对广东，贵州、云南、陕西、甘肃对浙江）。较小净EEPT
（＜10 Gg）主要发生于西部省区间（除四川对重庆的调出），西部省区对中部省区的调出
（除陕西从河南的调入外），中部省区间。

2010年省际贸易隐含PM2.5 （EEPT）的省际净转移量普遍要小于2007年，与EEPT的
变化趋势一致。西部、中部省区对东部沿海省区的调出明显减少，因东部沿海省区的生
产活动受经济危机影响而减弱，从而导致其国内需求下降。但总体的转移趋势依然为中
部、西部、东北省区流向东部地区，从东北省区流向中部省区，及少量的从西部省区流
向中部和东北省区。

4 结论

基于中国区域间投入产出模型，本文对 2007、2010 年中国 30 省区省际贸易隐含
PM2.5 （EEPT）进行核算，结果表明EEPT约为以生产计算PM2.5排放量的 1/3。由此可见
在治理大气污染时，以生产计算的排污责任划分不能实现公平原则，而需同时考虑贸易
隐含排放所带来的治污责任的转移。在地理分布上，东部省区多为净调入贸易隐含
PM2.5，而中部、西部、东北省区则多为净调出。且东部发达省区（北京、山东、浙江、
上海）省际贸易调入隐含PM2.5的变化速度高于其省际调出贸易隐含PM2.5的变化速度，导
致东部发达省区与其他省区间EEPT之差持续加大，无疑为中西部省区、东北老工业省
区的环境治理增加了难度。

东部省区的省际调出贸易隐含PM2.5 （EEPE）主要由最终消费部分导致，而中、东
北、西部省区则主要为中间投入部分导致。对于东部省区发达省区而言，控制其最终产
品的调出是降低其 EEPE 的有效手段；而对于东部资源型省区及中西部、东北省区而
言，则需控制对其他省区中间投入部分高污染产品的调出，减少其污染的生产成本。省
际调入贸易隐含PM2.5 （EEPI）主要由中间投入过程中产生EEPI构成，即越来越多的产
品并非在一个地方单独完成生产，而是在不同省区间的生产链中进行。这也表明区域联
合防污的必要性，仅靠一个地区的努力去实现大气污染的治理是不太可能的，需整个生
产链的生产结构同时实现优化调整，才有利于污染治理的快速实现。

注：为了使图片显示更加清晰，只选择了大于10 Gg的流量进行标识。

图4 2007年和2010年中国省区间净贸易隐含PM2.5的流向
Fig. 4 Direction of the net interprovincial transfer of embodied PM2.5 emissions in China's mainland in 2007 and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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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最终消费的分类来看，固定资本形成导致的省际贸易隐含PM2.5 （EEPT）占主导地
位（仅北京在2010年例外），且该比例在2010年比2007年有所增加。中部、西部、东北
省区由固定资本形成导致的EEPT比例高于东部省区，因此投资政策不仅要关注其带来
的经济效应，同时还应考虑是否会导致发达省区的污染产业转移至欠发达省区，使得欠
发达地区的环境更加恶化。

为了实现环境治理总目标，政府需将注意力放在改进重点产业的技术上，分产业贸
易隐含PM2.5的数据表明，需对第二产业中建筑业和机械设备制造业重点控制，其次为第
三产业中的其他服务业。

对省际净贸易隐含PM2.5的转移情况分析表明，经济危机虽然导致净贸易隐含PM2.5转
移量下降，但并未改变省际净贸易隐含PM2.5从西部资源丰富省区、中部、东北省区流向
东部省区的转移趋势。在短期内这种转移趋势不会发生变化，由于这些省区在某种程度
上承担了东部发达省区需求的生产活动，因此，在制定区域联控政策时，东部地区应考
虑对这些区域进行补偿或技术转移，提高其清洁生产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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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environmental problems becoming increasingly serious, the urgency of the
air pollution control has attracted the attention of the Chinese government. Due to the unique
natural conditions and industrial structure across different provinces, the central government
should make endeavors to figure out the problems of emission reduction responsibilities.
Actually, the spatial transfer of PM2.5 emissions embodied between the producer and the
consumer in the production of consumable items through trade flows has the ability to
undermine future climate and environmental policies. Based on the MRIO tables in 2007 and
2010, this article calculated PM2.5 embodied in interprovincial trade, and explored the
corresponding spatial transfer characteristics of PM2.5 embodied emissions.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PM2.5 emissions embodied in interprovincial trade (EEPT) approximately accounted for 1/
3 of the country's total amount, and more importantly, the EEPT decreased significantly since
the economic crisis in 2008, though the ratio between the PM2.5 EEPT and the production-based
PM2.5 emissions increased to some extent. Moreover, PM2.5 emissions embodied in provincial
export trade (EEPE) of the eastern provinces are mostly made up by final consumption, while
the EEPE of the central, western and northeastern provinces are mainly composed of the
intermediate input production. Therefore, in terms of the controlling on the PM2.5 EEPE, the
eastern provinces should pay more attention to the final consumption, and the other provinces
should focus on the intermediate input produc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production
chain in China, PM2.5 emissions embodied in interprovincial import trade is primarily
dominated by the intermediate input, which means that the regional corporation on the
environment may be necessary for regional environmental policies. Furthermore, for the
central, western and northeastern provinces, the proportion of the EEPT reduced by fixed
capital formation is higher than that of the eastern provinces. Therefore, for these industries, the
EEPT with the highest emissions such as the construction, the machinery, and other services
should receive more attention in the pollution control policy. Considering the balance of the
EEPT, the eastern provinces are net importers except for Hebei and Shandong, while the
central, western and northeastern provinces are net exporters. In other words, the EEPT is
transferred from the central, western and northeastern provinces to the eastern ones, which is
stable after the economic crisis. Finally, in terms of policy, the eastern provinces should provide
financial and technological aid to the provinces where the EEPT is transferred in regional
environmental policy.
Keywords: PM2.5; multi-regional Input-output; emissions embodied in trade;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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